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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眼中的分布式课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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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布式领导强调领导的实现是领导者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教师对分布式课程领导的

看法决定其参与课程领导的程度与取得的成效。为了解教师对分布式课程领导的看法,选取深圳市20所小

学中的929名教师为调查研究样本,确定了学校组织-基础设施、学校组织-时间管理、学校愿景、学校文化、

教学设计、学与教的进步、教师领导、校长领导、科组表现、质量效益、改变效益、组织与计划效益、人际效益、

价值效益等14个调查维度,并对各维度及总体效益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小学教师对分布

式课程领导的看法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学校和区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地的小学教

师对分布式课程领导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共性和差异。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课程领导力度。

目前,有必要进一步唤醒教师课程共生意识、加强课程领导共同体的构建、强化课程社群建设,从而促进教师

专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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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领导(DistributedLeadership,简称

DL),强调领导的实现是领导者与其他因素交

互作用的结果,而非领导者的个体行为。此领

导观运用于解决学校课程问题,对学校、教师、

学生影响甚大。其中,教师对分布式课程领导

(Distributed Curriculum Leadership ,简 称

DCL)的理解和看法,将决定其参与课程领导

的程度与取得的成效。

国际上对“学校分布式领导”主题的研究

相当丰富。据统计,近5年相关论文共有200
多篇,涵盖非洲、亚洲、美洲和欧洲的20多个国

家,主要涉及将DL视为校长领导策略[1],以及

DL在小学课程领导实践调查中的使用等主

题[2]。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试图通过

总结学校的一些重要教育教学活动来揭示教

师是如何将这些活动与分布式课程领导实践

的基本假设联系起来的[3]。总体而言,学界目

前对分布式领导的概念与内涵及实证与应用

等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分布式课程领导的实

证研究更是有待深入。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

对“9+2”城市区域①的教育体制与机制改革提

出了更高要求,也给该区域带来更多的发展机

遇,其中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地有着最为

独特的区位合作与交流优势。探究深圳教师

对分布式课程领导的看法,并与香港特别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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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9+2”城市区域是指深圳、广州、珠海、东莞等9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区教师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加深两地教师对

教育的理解,从而促进双方更好地开展交流与

合作,为大湾区教育的整体发展提供动力。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课程领导”的相关论

文,截至2019年底,共有CSSCI期刊论文129
篇,文献大多是关于课程领导的经验探讨或理

论分析,而实证与应用方面的研究缺乏。代表

性研究成果有:董辉等人运用希特(Hitt)和塔

克(Tucker)的领导力框架理论所进行的调查

研究[4];吕立杰等人对校长领导胜任力进行研

究,开发了“校长课程领导胜任力调查量表”,

确立了9个考察维度,对461名校长课程领导

胜任力进行测评,结果发现,我国校长课程领

导主要有行动型、理念型、变革型和管理型等

4种类型[5]。相关研究还发现,校长课程领导

出现从“课程管理”转向“课程领导”的发展趋

势[6-7],这表明学校目前正在对课程进行更多创

新,并让教师参与到对课程的审议中。

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关于“课程领导”概念

泛化的问题,主要涉及地区教育局课程领导

权[7],以及作为课程领导者的高中校长及其所

领导的实践是如何与学生成就联系在一起的

等方面的内容[8-9]。大部分研究探讨了学校课

程领导的重要组成,凸显了课程领导实践的主

要特征———“民主”“分享”“反思”———所起的

重要作用[9-10]。另有一部分研究重点讨论了领

导者在培育专业实践者团体以及激励教师参

与教学创新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10-11]。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被包含在讨论课程制定过

程中领导能力与教师的关系当中[12-13]。另外,

还有3篇文献,主要是回溯英语国家(主要是美

国和英国)课程领导范式的变化历程[12-14]。总

体而言,已有研究呈现出课程领导从集中领导

转向扁平式领导或分布式领导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覆盖深

圳市10个行政区①,每区选取两所小学作为样

本,由区教科室主任推荐调查的学校,调查要

求其中一所学校在教职工素质、学生发展和社

会影响力方面拥有良好的声誉,另一所学校的

声誉度相对较低。总共选出20所小学。这20
所小学的全体教师都参与了调查活动。之所

以选择小学,是考虑初中和高中都面临较大的

升学压力,而小学能给校长和教师提供更大的

课程领导自主空间,他们可以就课程决策中的互

动模式进行协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了解教师分布

式课程领导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埃德

蒙·劳(EdmondLaw)及其研究小组在2015-

2017年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委员会资助的

研究项目所编制的问卷[15]。本研究试测问卷

发放200份,回收164份,回收率82.00%。依

据试测结果和深圳教育制度的实际对编制的

问卷进行了部分修订:(1)将“教龄”设计为选

项题;(2)将“学科”设计为选项题;(3)对等级和

职位的专业术语进行修订;(4)将“团队”改为

“科组”。这些修订是为了与深圳的教育状况

保持一致。本问卷研究人员向20所学校共发

出了1300份调查问卷,回收929份有效问卷,

有效率为71.46%。

(三)问卷信效度

1.信度分析

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是评定量表

信度最常用的指标,通常高于0.80说明问卷整

体信度较好。本问卷量表在整体、学校和科组

三个层面上的系数均为0.90以上,表明问卷具

有可靠性。

2.效度分析

整个问卷有65个项目,用以检测学校和科

组在学校组织-基础设施、学校组织-时间管理、

学校愿景、学校文化、教学设计、学与教的进

步、教师领导、校长领导、科组表现、质量效益、

改变效益、组织与计划效益、人际效益、价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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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深圳市10个行政区包括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宝安区、龙华区、龙岗区、光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



益等14个维度上的分布式领导水平以及总体

效益水平。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

五点式计分法,对929份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结

果显示,KMO值为0.986,说明问卷具有良好

的效度。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校层面和科组层面对分布式课程

领导认识的比较

由表1可知,教师对分布式课程领导总体

上是持积极的态度(M=4.15,SD=0.51),其
中,学校层面的项目均值为4.13(SD=0.52),

科组层面的项目均值为4.17(SD=0.56),科组

得分高于学校。这说明教师对科组层面分布

式课程领导的看法可能是影响教师参与课程

活动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换言之,教师在执行

教学任务时,受到科组层面分布式课程领导的

影响可能要大得多,即他们更认同科组层面上

的分布式课程领导。教师对学校层面上的分

布式课程领导在熟悉程度和互动交流等方面

远不及科组层面。教师对学校与科组的分布

式课程领导看法上的差异,可以为在学校和科

组两个组织结构中如何有效地提升课程领导

力提供思考途径。这一差异或许也可以解释

学校使命和政策为何没能在整个学校团队中

得到有效的实现[13]。这可能是一个关于教师

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整个学校管理活动的领

导力问题[14]。
表1 教师分布式课程领导描述性分析

均值

(M)

标准差

(SD)

系数

(Cronbach􀆳sα)
总体 4.15 0.51 0.985

学校(项目1-43) 4.13 0.52 0.978
科组(项目44-65) 4.17 0.56 0.980

  从表2可知,在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

五点式计分法中,分布式课程领导的15个维度

的因子均值为4.03~4.22,除“总体效益”外,其

他14个维度的反应标准差为0.55~0.60。

在学校组织结构层面,均值最高的是“校

长领导”维度(M=4.22,SD=0.60),均值最低

的是“学校组织-时间管理”维度(M =4.03,

SD=0.70)。其中,在“学与教的进步”维度中

“学校会定期检查和讨论学生的作业样本”项

目的均值最高(M =4.38,SD=0.64),有约

45.0%的教师(N=418)对这一项目表示“非常

同意”。在“教师领导”维度中“我校教师有兴

趣参与校内各类领导工作”项目的均值最低

(M =3.64,SD=0.82),仅有13.5%的教师

(N=125)对此表示“非常同意”。

在科组组织结构层面,“科组表现”维度的

均值最高(M=4.21,SD=0.58),均值最低的

是“质量效益”维度(M=4.11,SD=0.60)。在

“科组表现”维度中“科组能完成学校下达的工

作 目 标”项 目 的 均 值 最 高 (M =4.28,

SD=0.64),有36.9%的教师(N=343)表示

“非常同意”。均值最低的是“质量效益”维度

中“科组不但能解决表面疑难,还能消除根本

性问 题”项 目 (M=3.97,SD =0.74),仅 有

22.4%的教师(N=208)对此表示“非常同意”。
表2 各维度及总体的因子分析均值

平均值(M) 标准差(SD)

学校组织-基础设施 4.12 0.55
学校组织-时间管理 4.03 0.70
学校愿景 4.17 0.57
学校文化 4.05 0.53
教学设计 4.10 0.55
学与教的进步 4.18 0.55
教师领导 4.13 0.55
校长领导 4.22 0.60
科组表现 4.21 0.58
质量效益 4.11 0.60
改变效益 4.13 0.61
组织与计划效益 4.19 0.60
人际效益 4.16 0.62
价值效益 4.21 0.61
总体效益 4.19 0.60

  通过因子分析发现,“科组表现”维度与

“价值效益”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最强(r=0.893)
(见表3),这决定了分布式课程领导实践的背

景和条件[15]。此外,在学校与科组两个组织结

构层面上,教师对分布式课程领导的看法也存

在着较强的相关性(r=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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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学校与科组的相关性分析

强 弱

0.893(科组表现与科组价值有效性) 0.586(学校愿景与科组价值有效性)

0.884(科组变更有效性与科组组织有效性) 0.594(学校组织与科组价值有效性)

0.880(学校文化与教师领导能力) 0.600(教学规划与科组价值有效性)

  注:学校层面分布式课程领导和总体分布式课程领导的相关系数是0.974;学校层面分布式课程领导和科组层面分布式课程领导

相关系数是0.932。

  (二)深圳优质学校和一般学校对分布式

课程领导认识的比较

根据社会声誉、学生表现以及区教研部门

的推荐,在深圳市10个行政区各选择两所小学

作为调查样本。本研究对优质学校和一般学校两

类学校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

除“校长领导”维度外,其他各维度及总分均存在

学校间的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4)。
表4 优质与一般学校在各维度与总体上的t检验

优质学校

(M/SD)

一般学校

(M/SD)
t p

学校组织-基础设施 4.16/0.51 4.08/0.59 2.22 0.030
学校组织-时间管理 4.08/0.66 3.97/0.73 2.30 0.020

学校愿景 4.21/0.53 4.13/0.61 2.08 0.040
学校文化 4.10/0.49 4.00/0.56 2.91 0.000
教学设计 4.15/0.50 4.04/0.60 3.07 0.000

学与教的进步 4.22/0.51 4.13/0.58 2.66 0.010
教师领导 4.16/0.51 4.09/0.60 1.94 0.050
校长领导 4.25/0.57 4.19/0.60 1.37 0.170
科组表现 4.27/0.56 4.16/0.60 2.87 0.000
质量效益 4.17/0.57 4.05/0.62 3.19 0.000
改变效益 4.18/0.59 4.07/0.63 2.77 0.010

组织与计划效益 4.24/0.57 4.13/0.62 3.00 0.000
人际效益 4.21/0.60 4.11/0.65 2.34 0.020
价值效益 4.26/0.60 4.16/0.62 2.50 0.010
总体效益 4.25/0.57 4.13/0.62 3.14 0.000

学校层面总分 4.17/0.48 4.09/0.56 2.40 0.020
科组层面总分 4.23/0.53 4.12/0.57 3.10 0.000

总分 4.19/0.47 4.10/0.54 2.79 0.010

  优质学校在各维度及总分上的得分均高

于一般学校,虽然“校长领导”维度不存在学校

间的显著差异,但优质学校的均分(M=4.25)

高于一般学校(M=4.13),说明优质学校教师

的分布式课程领导观念要强于一般学校教师。

(三)关内和关外学校对分布式课程领导

看法的比较

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深

圳这20所学校的位置与教师对分布式课程领

导的认识水平有显著的关联。其中,有8所学

校位于早期的城市化地区(主要在关内①),其

他12所学校位于原关外新建和开发的区域。

t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学校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除了“改变效益”维度外,其他维度

的因素评级p 均小于0.050,其中“学校愿景”

与“校长领导”维度之间的因素评级差异显著,

p=0.000(见表5)。

011

① 深圳的关内是指深圳经济特区,深圳的关外指不属深圳经济特区但属深圳市的地区。1982年,深圳在划定的深圳特区与非

特区之间设立特区管理线,即“二线”。东起大鹏湾畔背仔角,西到南头安乐村,全长84.6千米,由2.8米高的铁丝网和沿途的巡逻公路

构成“二线关”。1983年,国务院批准沿“二线”设置检查站,凭“边防证”进入特区。2010年,经过国务院批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范围延

伸至全市,实现关内外一体化,但“二线关”的管理线仍然存在,直到2018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



表5 关内与关外学校在各维度与总分上的t检验

关内(M/SD) 关外(M/SD) t p
学校组织-基础设施 4.16/0.57 4.07/0.53 2.278 0.023
学校组织-规定时间 4.10/0.70 3.96/0.69 2.861 0.004

学校愿景 4.27/0.57 4.09/0.57 4.510 0.000
学校文化 4.11/0.52 4.00/0.56 3.280 0.001
教学设计 4.14/0.55 4.06/0.55 2.182 0.029

学与教的进步 4.24/0.54 4.11/0.55 3.334 0.001
教师领导 4.19/0.55 4.06/0.56 3.453 0.001
校长领导 4.34/0.59 4.12/0.60 5.425 0.000
科组表现 4.26/0.60 4.17/0.56 2.151 0.032
质量效益 4.16/0.61 4.06/0.59 2.258 0.024
改变效益 4.17/0.65 4.08/0.59 1.965 0.050

组织与计划效益 4.24/0.60 4.14/0.59 2.435 0.015
人际效益 4.21/0.63 4.12/0.61 2.253 0.024
价值效益 4.27/0.63 4.15/0.60 2.659 0.008
总体效益 4.24/0.62 4.14/0.58 2.464 0.014

学校层面总分 4.21/0.52 4.20/0.52 3.913 0.000
科组层面总分 4.22/0.58 4.13/0.54 2.473 0.014

总分 4.21/0.53 4.09/0.50 3.583 0.000

  深圳关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

显,由此也影响着学校的整体发展水平。即使

是关内的学校,也因所处的区域不同,在总体发

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关外亦然。因此,本研

究把学校分为4类,即关内优质学校、关内一般

学校、关外优质学校和关外一般学校。通过数

据分析发现,这4类学校的分布式课程领导按其

水平可以分为3个等级:关内优质学校分布式课

程领导水平较高;关内一般学校和关外优质学

校分布式课程领导水平中等;关外一般学校分

布式课程领导水平较低。这也反映出学校课程

领导实践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

某种关联。

  (四)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分布式课程

领导看法的比较

整体而言,科组层面分布式课程领导的得

分高于学校层面的分布式课程领导得分,这与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差异更为明显(见表6)。
表6 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组织结构上的对比

组织结构 深圳 香港特别行政区

学校层面 4.13 4.01
科组层面 4.17 4.44

总体 4.15 4.02

  从得分来看,深圳的最高分体现在“校长领

导”维度,最低分为“学校组织-时间规定”维度,

兴趣参与校内各类领导工作”,其均值/标准差

为3.64/0.82;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分最高的项目

为“学校理念公开、清晰,且能够分享(如网页、学

校文件等)”,其均值/标准差为4.27/0.50,得分最低

的项目为“教师常常与专家一起讨论个别学生的学

习需要”,其均值/标准差为3.70/0.68。
表7 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

深圳(均值/标准差)
香港特别行政区

(均值/标准差)

最高因子
校长领导

(4.22/0.60)

校长领导

(4.09/0.42)

最低因子
学校组织-时间规定

(4.03/0.53)

学校组织-时间规定

(3.78/0.57)

  在“教师领导”这一维度上,深圳数据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数据基本保持一致。在深圳,得

分较高的前3个项目分别是“我校教师常常分享

教学资源”“我校教师常常互相帮助,合力解决

问题”“我校教师常常讨论教学策略”;得分较低

的两项是“我校教师有兴趣参与校内各类领导

工作”“我校教师经常向校长、副校长或学科组

组长请教教学问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分

较高的前3个项目分别是“我校教师常常分享教

学资源”“我校教师常常讨论教学策略”“我校教

师常常互相帮助,合力解决问题”;得分较低的3
个项目是“我校教师经常向校长、副校长或学科

组组长请教教学问题”“我校教师对改善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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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见表7)[2]。

就得分而言,深圳得分最高的项目为“学校

会定期检查和讨论学生的作业”,其均值/标准

差为4.38/0.64,得分最低的项目为“我校教师有

教学行为有重要作用”“我校教师有兴趣参与校

内各类领导工作”。另外,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两地的教师与同伴的交流得分均高于与领导

的交流得分(见表8)。

表8 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教师领导”维度上的最高和最低得分比较

项目 香港 深圳

与教师互动

我校教师常常分享教学资源 4.15 4.35
我校教师常常讨论教学策略 4.10 4.24
我校教师常常互相帮助,合力解决问题 4.07 4.35
我校教师对改善同事的教学行为有重要作用 3.90 4.15

与领导互动
我校教师有兴趣参与校内各类领导工作 3.96 3.64
我校教师经常向校长、副校长或学科组组长请教教学问题 3.80 3.83

  从表9可知,深圳教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教师对分布式课程领导的看法存在相同之处。

其一,存在强相关关系的因子是相同的。例

如:“学校组织”和“教师领导”之间的相关性,

“组织与计划效益”和“总体效益”之间的相关

性,“质量效益”和“总体效益”之间的相关性。

其二,存在弱相关关系的因子也是相同的。例

如:“学校组织-时间规定”和“组织与计划效益”

之间的相关性,“学与教的进步”和“质量效益”

之间的相关性,“校长领导”和“质量效益”之间

的相关性。

表9 深圳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比较

香港特别行政区 深圳

强相关

学校组织和教师领导(0.835**) 学校组织和教师领导(0.869**)
组织与计划效益和总体效益(0.823**) 组织与计划效益和总体效益(0.875**)
质量效益和总体效益(0.813**) 质量效益和总体效益(0.854**)

弱相关

学校组织-时间规定和组织与计划效益(0.320**) 学校组织-时间规定和组织与计划效益(0.647**)
学与教的进步和质量效益(0.390**) 学与教的进步和质量效益(0.701**)
校长领导和质量效益(0.404**) 校长领导和质量效益(0.690**)

  注:*p<0.05;**p<0.01。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学校教育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师

课程领导水平

通过调查发现,优质学校对分配或委派课

程任务的所有教师都充满信心,而一般学校则

不太愿意在实践中采用分布式课程领导方法。

一方面,与校长课程领导观念有关。传统

的课程管理模式强调职权等级和自上而下的

严格管控,而分布式课程领导倡导一种民主且

人性化的课程领导范式[9]。一般而言,优质学

校校长管理理念更为先进,管理策略更为专

业,校长更倾向于提高教师在学校事务中的参

与度和决策力。一般学校的校长则倾向于权

力集中,强调学校事务的行政领导而非专业

领导。

另一方面,与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关。教师

是课程开发的关键力量,分布式课程领导旨在

让每一位教师成为“专业领导者”,教师只有在

某一课程领域达到既“专”又“精”的程度,才能

引领其他教师。优质学校和一般学校最大的

区别在于师资质量,优质学校的师资在数量、

专业性等方面都优于一般学校。因此,优质学

校教师能在引领课程发展方面有更专业的表

现,课 程 领 导 权 也 能 分 散 到 学 校 各 位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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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

2.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教师课程

领导的力度

采用数据对比的方式可以发现深圳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两地教师的分布式课程领导有

异同。首先,深圳教师在科组层面的得分高于

学校层面的得分,香港特别行政区教师在科组

层面上的得分远高于学校层面的得分。这说

明现阶段教师课程领导权渗透在各科组中,香

港特别行政区尤为明显,但教师对学校层面的

课程领导力不强。其次,深圳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教师都认同校长在课程领导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深圳教师对校

长检查教学等具体工作的认可度较高,而香港

特别行政区教师对校长的宏观统领更为认可。

最后,深港两地的教师都更倾向于同级教师之间

的交流与研讨,不依赖向上级领导寻求帮助。

究其根本,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教师课程领导的力度。深港两地

教师分布式课程领导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西

方文化对比,东方文化强调稳定、阶层和权力

中心化,校长在学校中的角色和权利不可小

觑,而西方国家则相对较弱。因此,深港两地

教师更乐于进行同事间的交流,而不愿跨越层

级向领导寻求帮助。香港特别行政区受西方

文化影响大于深圳,其教育领导方式的改革先

行一步,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角色定位,站位

更高也更宏观。

面对复杂多变的课程情境,学校课程领导

不可能采用单一的方式来应对。如何在分布

式和集中式课程领导之间寻求平衡,这取决于

不同区域、不同学校课程领导的历史传统与现

实状况。只有更好的平衡,没有最好的领导方

式。课程领导如何做到更好,需要结合学校课

程变革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探究。

(二)建议

分布式课程领导对我国课程变革的影响

会越来越明显。重塑学校课程体系需要“赋

权”与“增能”双管齐下,不仅要让课程建设成

为所有教师的“共同事业”,还要打造教师分布

式课程领导培训平台。

1.唤醒课程共生意识,构建课程领导共同体

校长一直在学校管理、课程领导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如何使课程转向分布式领导取决于

校长观念的转变。一是校长角色观的转变。

校长要从传统的管理者角色转向团队的引领

者,带领大家一起建设课程而非单纯地发号施

令。二是校长权力观的转变。校长要充分信

任教师,树立“课程是大家的”课程共生理念,

赋予教师课程开发权和实施权。三是校长职

责观的转变。校长要树立课程“匹夫有责”的

观念,着眼于学校整体发展,努力为教师课程

发展搭建平台。

校长角色观、权力观和职责观的转变,其

根本都是要求校长从“课程管理者”向“课程共

生的领导者”转变,将课程发展的活力寄希望

于教师,而不仅仅是学校行政领导的课程管理

能力,这是课程发展的大解放[16]。校长的角色

功能更多侧重于规划愿景和构建共同目标团

队,并让团队中的每位成员都能贡献自己的智

慧。按照古德莱德(Goodlad)“五层次课程构

想”的理论[17],各层次课程之间实际上存在相

互转化的关系,参与转化的每位成员都需要有

自己独特的贡献,尤其是教师。教师对课程的

理解是实现国家课程逐层转化、最终促进学生

成长的关键。因此,教师应该是课程领导者。

教师要树立课程意识,用科学的课程观看待教

学问题,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变。教师只有成为

学习的促进者、学习的监测者和课程的开发

者[18],才能将分布式课程领导切实地贯穿于课

程设计与实施的全过程。

2.建设课程社群,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分布式领导意味着要“赋权”到个体,而
“赋权”和“增能”是一对孪生兄弟。忽视“增能”

为前提的“赋权”是危险的,而担心不会“增能”

(不会做)而放弃“赋权”也是不明智的。这会

使教师丧失通过课程建构提升专业素养的机

会,同时也使学校失去通过建立课程团队发挥

课程参与者专业优势的发展契机。因此,如何

将“赋权”与“增能”统一于课程行动研究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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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课程“增能”的过程是指在课程行动研究

中,能有效统整多方专业力量并与教师一起构

建专业对话途径的过程。由于高校教师以及

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可以对小学教师的科研

和教研活动给予一些指导,企业也能提供一些

特色资源及必要的教育条件,因此,小学校实

现课程的“增能”就需要与地方高校与企业联

动,使之提供并合理分配丰富的研学资源,以

此提升小学教师的研究意识、反省思维和沟通

能力。

革新型课程领导观提出由学生、教师、家

长、行政官员和社区领导组成课程革新团队,

共同参与课程革新合作[19]。在课程革新团队

中,不但专家是课程的开发者,而且家长和社

区人士也可以(甚至是必须)与教师一起共同

商讨本校学生所需要的适合课程,从而有助于

教师在与家长和社区人士的课程对话中建立

课程人际关系,并获得课程沟通能力的提升。

在学校层面,教研组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孵化室”,优秀的教研团队更是推动学校发展

的中坚力量。有研究指出,分布式课程领导下

的教研组,聚焦的是课程而不仅仅是教学,关

注的是整个学科的顶层专业设计而不仅仅是

局部细节。这就改变了以往“只看树木不见森

林”的局面,教研组成为课程社群[20]。当传统

教研组被赋予了课程使命时,教研组就转变为

了课程社群。在课程社群中,每一位教师都将

经历课程调查、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

价的全过程,并用新课程观引领教学的发展,

而教师互为课程的引领者和追随者,在动态的

角色变化中提升专业水平。

课程社群的建立,还应当打破区域教育限

制,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课程社群,这对在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构建课程体系至关重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与毗邻的深

圳在教育上的差异明显。差异即资源。港深

两地可以形成共建、共生、共享的课程社群,既

有利于两地教师的“增能”,又有助于增进彼此

的了解,所获得的效益会远远大于课程本身。

这既切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大势,也对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的合作、交流与创新大有助

益,并可能孕育出教育合作创新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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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CurriculumLeadershipintheEyesofPrimarySchoolTeachers

LIChenzhi,EdmondHau-FaiLaw,LAIYunjue
(FacultyofEducation,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60,China)

Abstract:Distributedleadershipemphasizesthattherealizationofleadershipistheresultoftheinter-
actionbetweenleadersandotherfactors.Teachers􀆳viewsondistributedcurriculumleadershipdeter-
minetheprocessandeffectivenessoftheirparticipationincurriculumleadership.Inordertounder-
standteachers􀆳viewsondistributedcurriculumleadership,thispaperselected929teachersfrom20
primaryschoolsinShenzhenasthesurveysample,anddetermined14surveydimensions,including
schoolorganization-infrastructure,schoolorganization-timemanagement,schoolvision,schoolcul-
ture,teachingdesign,learningandteachingprogress,teacherleadership,principalleadership,sub-
jectperformance,qualitybenefit,changebenefit,organizationandplanbenefit,interpersonalbene-
fit,valuebenefit,etc.,andexploresthefactorsofeachdimensionandoverallbenefitdata.Thestudy
foundthatteachers􀆳viewsondistributedcurriculumleadershipvarysignificantlyinschoolqualitylev-
elandregionaldevelopment.Thedistributedcurriculumleadershipofprimaryschoolteachersin
ShenzhenandHongKong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has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Valuesde-
termineteachers􀆳curriculumleadershiptosomeextent,thereforeitisnecessarytofurtherawaken
teachers􀆳awarenessofcurriculumsymbiosis,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leadingcommunityand
curriculumcommunity,soa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teachers􀆳specialization.
Keywords:distributedcurriculumleadership;primaryschoolteachers;Guangdong-HongKong-Ma-
caoGreaterBayArea;curriculumsymbiosis;curriculum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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